近十五年内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
——基于CiteSpace的信息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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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议题逐渐占据世界外交的中心视野，中国学者在政策导向下对其研究比例跃升。以CNKI数据库所收录2006—2021年有关“全球气候治理”主题的337篇CSSCI期刊文献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为工具绘制知识图谱,直观分析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现状、热点及趋势。经分析，可知国内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总体呈现出“N”字型发展态势，且在十九大之后出现爆发式增长；研究群体呈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特点，且尚未出现关键作者突变，即作者间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及原因、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以及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等是近年来主要热点议题；“双碳”主题下的碳交易机制复杂化、数字碳中和以及新时代碳外交等子议题是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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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p of domestic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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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issues gradually occupy the central vision of world diplomacy, the propor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on it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licy has jumped. Taking 337 CSSCI journals on the theme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from 2006 to 2021 included in CNKI database as samples, and drawing a knowledge map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software, this paper intuitive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domestic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Research. Through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generally presents an "N" shaped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re is an explosive growth afte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research group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dispersion and small aggregation", and there is no mutation of key authors, that is,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cooperation among authors; The difficulties and cause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role in th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path to achieve the dual carbon goal are the main hot topics in recent years; The sub topics such as the complexity of carbon trading mechanism, digital carbon neutralization and carbon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theme of "double carbon" a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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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治理作为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热点主题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新兴主题，国内学界对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以往学者多对其进行定性分析，存在主观性大、系统性不足等特点。基于此，本文以2006—2021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337篇关于全球气候治理主题的论文作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运用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从热点领域和前沿研究两个方面考察近十五年内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以此为我国新时代气候外交的纵深推进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保证样本的全面性和文献质量,本项研究将来源期刊限定为收刊量大、影响力强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检索式：(CSSCI期刊=Y)并且(题名=全球气候治理)或者(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精确匹配)；专辑导航：全部；数据库：学术期刊；文献年限为2006—2021年，数据采集时间为2021年12月26日。经过人工剔除访谈、要闻、书评等文章后，最终筛选到有效文献337篇，然后将获取到的文献数据以编码格式UTF-8来存储，并将其以Refworks格式转换后导入CiteSpace软件，设置年度切片时间为一年，阈值取前50，选择作者、关键词或机构等主题绘制知识图谱，并生成对应的参考信息。

本研究所采用的最新科学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5.7.R3版本），是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ciation）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 Finder）进行文本挖掘和信息可视化分析。该软件所绘制的时区图、聚类图和关键词突变图等，不仅能够折射出某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知识拐点及其对应的知识基础，还能挖掘出该领域的热点主题和发展规律。同时，结合对可视化图谱所对应文献内容的具体解析，使人们既能客观理解和认知某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发展，更能深刻明晰该领域未来的纵深发展。
2 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时区分布与研究力量

2.1 发文量的时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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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分布是刊文量在时间维度上的映射，其历时变化可以帮助学者了解某一研究主题的动态演进过程。由图1可知，国内对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论文成果变化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2006—2010年为初步发展阶段，累积发文21篇，年平均仅约4.5篇，远低于十五年来整个研究周期的平均发文量。（2）2011   图1：CSSCI来源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文献的时区分布            —2016年为逐步发展阶段，累积发表的论文106篇，平均每年17.7篇，该阶段在短暂出现波动后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2016年的刊文量更是比2015年增长了66.67%。（3）2017—2021年为迅速发展阶段，该时期在短短四年内的发文量约占总样本的六成，且出现了高峰和次高峰，分别是2017年和2018年的46篇、2021年的46篇，表明该主题在此阶段颇受到学界重视，且据系统预估在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刊文量将持续增长或保持稳定。

同时，该时区分布图的发文态势与国际形势和中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节点，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即国内学者的研究倾向与政策导向紧密相关。具体而言，在党的十八大会议召开之前，中国虽然负责任的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且彼时中国经济亟需高速发展,能源结构仍以煤等化石燃料为主,对气候的管控政策亦处于初步发展阶段。2014年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的气候政策发生战略转型，从被动跟随转向积极参与并向引领过渡，一系列低碳发展政策落实至全国；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以及2021年“双碳目标”的提出更是使国内的低碳管控掀起了一波波浪潮。这表明国内学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敏感度和学术情怀，以自身专业积极主动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需指出的是，时区分布图中的个别年份与国际形势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存在一定的偏差，这是因为新增的论文刊发与政策出台有时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延后。
2.2 研究力量的具体分析

研究力量主要包含期刊、作者及其单位等指标，能反映出投入某特定研究领域的人力、物力资源的程度以及是否形成核心研究群体等状况。表1是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期刊力量分布，从期刊属性来看，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院、科技厅和高校等机构，譬如发文量前三名的期刊分别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和《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当前累计发表34篇，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部和山东省科学技术厅、中国地质大学主办。从期刊机构的地域分布来看，国内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分布基本均衡，北部以北京和天津为主、西南部以成都为主、东部以上海为主、中部以武汉为主。从期刊发文取向来看，高校学报类刊物的载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综合性,而环境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刊物发文则体现出明显的专业特质。如,《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侧重于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等主题；《经济研究》侧重于碳交易机制、碳金融等主题；《中国软科学》侧重于低碳技术与项目管理等主题。图2是借助图谱修剪技术绘制的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作者力量分布，

表1：CSSCI来源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期刊力量分布  图2：CSSCI来源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作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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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山东大学的李昕蕾教授（13篇）、西安交通大学的赵斌副教授（12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于宏源研究员（10篇）、南开大学的李慧明教授（9篇）、外交学院的董亮研究员（8篇）、复旦大学的薄燕教授（7篇）、吉林大学的张丽华教授（6篇）长期从事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他们在期刊论文和基金项目方面表现突出。但依据普赖斯定律，单人发文量至少需为M篇方能视为某一主题的核心研究者，其计算公式为M≈0.749×√Nmax，Nmax指发文最多的作者所发论文数[
]。近十五年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以第一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为13篇，则M≈2.60，即发表3篇及以上可视为该领域的核心研究群体。经统计，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共有19位，发文量118篇，占被统计文献量的42.4%，低于普[image: image4.png]#E =3 B WK | FiE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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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斯定律设定的50%标准值，说明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研究群体，研究力量较为薄弱。表2是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前20篇高被引文献（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发现卢静、许琳、胡鞍钢、薄燕、马建英等人的文章被引用的频次均超过50次，成为这一领域影响力较大的作者群体。而且，这些高影响力的文章皆来源于“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科，重点关注的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国际领导力、中国的发展战略等方面，凸显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被安全化的强劲态势。另外，若将图2和表2加以对比，可发现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力量中，高产作者与高被引作者的研究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初步显现该领域所发文章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内在张力。

表2： CSSCI来源全球气候治理的高被引文献（前20篇）
3 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是借助CiteSpace软件对某特定领域的文献关键词进行词频运算，得出能够显示出该领域发展演变进程及其内部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像。之所以选择关键词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代表一篇论文的核心内涵与论述重点，是文章主旨的高度凝练与概括。当知识图谱中共现的两个或多个关键词频度越高，不仅说明关键词间的联系越紧密，也反映出其为该领域的热点主题所在。表3即国内对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列表，它们是国内在这一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代表性词汇和主题汇聚。经统计，排名前10的关键词分别是：气候治理（147）、气候变化（72）、巴黎协定（53）、全球治理（46）、欧盟（22）、中国（20）、

表3：CSSCI来源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前20个)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首现年份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首现年份
	中心性

	1
	全球气候治理
	147
	2009
	0.62
	11
	碳排放
	6
	2009
	0.03

	2
	气候变化
	72
	2008
	0.47
	12
	全球化
	6
	2017
	0.09

	3
	巴黎协定
	53
	2016
	0.13
	13
	低碳经济
	6
	2014
	0.03

	4
	全球治理
	46
	2010
	0.33
	14
	低碳转型
	4
	2018
	0.01

	5
	欧盟
	22
	2009
	0.21
	15
	中国方案
	4
	2018
	0.04

	6
	中国
	20
	2009
	0.21
	16
	国家自主贡献
	4
	2016
	0.00

	7
	人类命运共同体
	15
	2016
	0.14
	17
	跨国城市网络
	4
	2011
	0.05

	8
	美国
	11
	2013
	0.12
	18
	气候外交
	4
	2009
	0.06

	9
	碳中和
	10
	2016
	0.03
	19
	多边主义
	3
	2014
	0.01

	10
	碳达峰
	8
	2009
	0.06
	20
	协商民主
	3
	2016
	0.05


人类命运共同体（15）、美国（11）、碳中和（10）、碳达峰（8）。上述词汇十分活跃，表明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在党和政府的战略部署下，聚焦于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气候谈判中的各国政治博弈、以及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等热点主题。同时，关键词共现产生的中介中心性能够体现出各研究热点之间的转化关系，大于0.1的节点被称作关键节点，由表3可知，“全球治理”“中美欧”“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系列术语是当前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关键节点，不仅表明我国将气候问题视为全球治理中重要子议题，而且反映出中国重视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吸取他们的经验以及传输中国治理理念的期待。

图3是对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文献关键词的聚类，其中节点圈层大小由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决定，圈层越大越能反映出该领域的热点主题所在。节点间的连线表示热点主题与其涉及到的子议题之间的关联度，它们彼此相互作用并形成对该领域完整的知识脉络。由图3可知，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整体上是比较紧密的，其全景式再现了近十五年来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主要面貌，并以“全球气候治理”主题为核心形成了相互联系的三大板块内容：第一大部分是关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历程演变特点、困境及原因研究，主要共现的热点关键词有：机制竞争、逆全球化、不确定、霸权、京都困境、僵局、气候危机等话题，即国内学界关注范围涉及主权国家间政治博弈、气候伦理、气候机制碎片化等话题。第二大部分是关于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研究，主要共现的热点关键词有：国家自主贡献、协商民主、跨国城市网络、双过渡、实施细则等，即国内学界关注范围涉及非/次国家行为体、行动转向、3.0时代、未来发展趋势等话题。第三大部分是关于是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主要共现的热点关键词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碳中和、低碳经济和低碳发展战略，即国内学界关注范围涉及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国际领导力及实现双碳目标等话题。
图3：CSSCI来源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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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
根据对上述高被引文献、高频关键词列表及聚类图谱的系统梳理，可知国内对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聚焦于剖析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演变特点、困境及原因，判辩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转变，探索未来中国全球气候治理战略选择及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等方面。

4.1剖析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演变特点、困境及原因
首先，关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演变特点，其是伴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进程发展的。具体来说，主要历经了三个阶段：在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知阶段，学界和政界普遍将其视为因变量，从气象学、大气科学和生态环境学来寻求社会应对之策；在气候变化问题向气候政治转变的阶段，其被视为主权国家间博弈的中间变量和核心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成功上升至气候政治阶段，其一方面被新兴国家视为撬动国际秩序转型的自变量[
]，另一方面被某些推卸国际责任的国家尝试启动去气候化程序。与之相对应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也不断的进行调整和变化：在领导结构上，先是从欧盟一枝独秀再到中美欧三足鼎立最后形成当前中欧“双引擎”态势；在谈判结构上，从南北对立两分向南北界限模糊转变，呈现出发达国家（欧盟＋伞形国家）、新兴大国（基础四国为主导）、其他发展中国家群体（小岛国家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群体化趋势；在行为体结构上，非/次国家行为体基于其认知性、手段性、社会性、资源性和象征性影响力，正从过去的“原子态”分散式行动向“网络化”互动合作迈进；在机制结构上，从《公约》下的单一主机制发展至纷繁复杂的气候机制复合体、气候机制集群和气候机制联结；在观念结构上，从“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之争，转变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模式之争。

其次，关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在气候谈判方面，面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歧众多、标准不一、穷国边缘化等难题。如乌彩霞指出欧美凭借在低碳技术等领域的先驱优势，设置清洁发展等机制，以发展中国家的碳信用来换取发达国家的低碳技术，这不仅使发达国家无需实质性减排即可完成国际义务，也使发展中国家沦为碳交易链条中的低端供应者[
]。在气候机制方面，面临着气候机制复杂化、变革成本较高和多层治理等挑战。如汤伟指出当前的气候机制呈现出“意大利面条碗”的现象，彼此相互缠绕且内蕴着包含、竞争、补充、交叉、平行、取代等多种关系，多元气候机制不仅会削弱参与主体遵约义务的强迫感，甚至有可能造成负减排[
]。在气候伦理方面，面临着公平赤字、信任赤字、责任赤字等问题。如王雨辰指出气候治理中存在环境正义“失语症”，尤其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退约行为严重削弱了全人类代际生存的公平权、主权国家发展的平等权以及权责对等的正义权[
]。

最后，关于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的原因，朱炳成从气候变化本身出发，指出全球变暖具有变率的不确定性、发展的渐进性、致害的长期性以及风险的全球性等特点，且治理成本高，分享成本近乎零，具有公共产品的负外部特性[
]。其他学者则多是从多层次角度分析，认为全球气候治理历程坎坷不断是必然的，因为上至国际体系层面的“威斯特伐利亚之殇”，中至主权国家层面的“污染者敌意”，下至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性迷失”，皆存在着掣肘全齐气候治理方案实效的因子。具体来说，关孔文从体系层面指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强制性国际监管机构的缺乏不仅使碳泄露、碳避风港和搭便车等行为屡见不鲜，而且大大降低集团有效性[
]；何彬从主权国家层面指出，由于各国面临的气候风险和所能承担的生态脆弱性不同，使得他们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应对动机和应对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并在气候谈判中分化出推动者、骑墙者、延迟者和旁观者四种身份，相对应所采取的谈判策略和愿为之付出的经济成本也是参差不齐的[
]；张丽华同样着眼于主权国家层面，从利益认知和责任分摊两个变量出发，指出治理收益界定着主权国家所愿承担减排和执行责任分额，若两者关系趋于紧张，则会导致气候政策的对立或冲突[
]；杨云珍从公民社会层面指出，当前的公民社会处于“后真相”时代，再加之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甚嚣尘上，事实往往被宣传所左右，这使得质疑、否定气候变化科学基础的言论得到不少选民的拥踅，导致“厌绿”的去气候化政策合法化[
]。综上，这也是为何各阶段缔约方所达成的气候协议皆带有软法性质，不仅使得温控目标存在失败风险，还将进一步恶化全球气候治理中权力流散化、制度分散化与行为体多元化的态势[
]。

4.2判辩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转变
关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转变主要涉及到两个子问题，一是发生了什么转变以及如何转变，二是转变的程度。具体来说：其一，国内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普遍认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从被动跟随转变为主动引领。如庄贵阳等学者指出各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重要性主要体现于是否有能力在器物、制度和价值三个维度供给国际公共物品。中国在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的同时，在器物层面建立起南南合作基金、金砖基金、丝路基金，主动向发展中与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在制度层面发挥自身的枢轴作用，积极斡旋，寻求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以推进气候谈判进程；在价值层面提出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等治理理念。在此基础上，中国逐渐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
]。其二，关于中国角色转变的程度，多数学者论断当前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着坚实的国际领导力。如董亮通过政治意愿、政策行动和实际成效三个维度，对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低碳领导力进行评估，得出中国、英国、欧盟、法国、巴西、德国、意大利处于第一集团，墨西哥、印度、阿根廷、韩国、南非、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处于第二集团，美国只是第三集团[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更为谨慎的观点，如李昕蕾指出国际环境政治学中的领导力包含着政治型领导、理念型领导、工具型领导以及技术型领导，目前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前者，但在国际技术领导力上还与发达国家阵营存在明显的差距[
]。李珍刚则进一步辨析“引领”不意味着领导，相较于追求或竞争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领导力，中国更应该且适合去提供国际团结力，这一方面在于国际领导是一国或国家联盟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非对称关系，充满排他性和不平等性，容易使主权国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另一方面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各类行为体倾向于以平等、互信、自愿、协商的方式进行真正的合作，更需要国际团结力[
]。

4.3探索未来中国全球气候战略选择及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
首先，明晰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发展的趋势。《巴黎协定》确定了“国家自主贡献”与“自下而上”的减排责任分配模式，这两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国家自主贡献模式虽能提升主权国家减排的积极性，但事实上即使所有成员国都尽力满足提交的减排份额，也很难实现规定的温控目标；另一方面自下而上模式通过拓宽参与减排的行为体弥补该不足之处，使得非/次国家行为体正逐渐成为国家承诺的补充和执行手段。对此，余博闻指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将不再仅由多边主义路径主导，而是一个由多边、双边、跨国、市场、次国家等多元主体推动，并包含多样的制度特征和具体治理目标的混合驱动体系[
]。其次，在混合驱动的全球治理体系下，中国需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全方位的参与到国际气候合作之中。如赵斌等学者建议中国仍应兼顾人类整体、国家利益和第三方期望的总原则，既要推进和其他大国的协同领导，强化“基础四国”与“南南合作”的聚合能力，以此来增强自身的政治领导力；又需继续提升谈判策略的灵活性和城市外交的广泛性，推动气候“棘轮”机制的建设，以此巩固中国的工具型和话语型领导力[
]。

最后，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持续发挥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国际领导力，中国需努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前国内关于这两者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是认为尽快实现碳达峰，越早越好，如果是现在更好，这样就可以降低碳中和的起点；二是认为尽量推迟实现碳达峰，这样就可以在2030年截止日期时将中国的碳值拉到最高点，以便为中国争取更大的碳排放空间。前者的偏颇之处在于若是为了提前达峰直接使中国的能源体系放弃化石等高碳燃料，极短期内要求产业全面转型，中国诸多企业必然骤然受到重创；后者的偏颇之处在于若是一直走高碳路线推迟碳达峰，会使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举步维艰，并造成治理沉没成本。因此，需要明晰的是，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基础和前提，碳中和是碳达峰的紧约束，中国要先削峰发展、压低峰位，才能走向碳中和。而实现碳中和的路径，除了继续加强脱碳、固碳、研发可再生能源等创新技术外，还依赖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指允许某单位超出限定的碳排放量时，可以通过市场购买配额，而配额有富余的国家则可卖出配额来获益。但这就使得一些发达国家仅仅依靠经济优势向不发达国家购买碳排放权配额，就能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故碳交易机制与碳中和被某些学者指责为“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适应环境挑战并强化自身战略”。[
]相较于这种消极观点，庄贵阳提出比较客观理性的看法，指出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是自我施压的主动行为，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必然选择。[
]即使国际上没有提出碳中和的倡议，中国推进低碳经济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目标也绝不会改变。
5 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趋势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虽挫折不断，但始终在努力向前。碳中和愿景是当前国际社会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主要形成的实际性措施，截止到2021年10月已经有约13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气候目标。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亦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根据政策导向原则，围绕碳中和主题的相关子议题将是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
其一，将加强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议题的研究。随着碳中和博弈的逐渐激烈，不仅形成了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设置的主渠道机制，还涌现出了许多主渠道机制之外不受国际监管的单边、双边及区域性的次级零散机制。目前对于该议题国内学者主要将冗杂的碳交易机制进行归类为碳交易机制复合体、机制集群和机制联结三种类型，并根据其功能和应用范畴分析出他们内部进行着良性协同、建设性合作与功能性竞争的有序互动，呈现出散而不乱的状态。但是对于如何更好的使国际碳交易机制之间更好的衔接，目前仍着墨不多，对此需进一步探讨。这一方面也许在于各领域内积累的气候机制集群体量庞大，且机制密度仍在不断增加，要分阶段、分层次、分领域有步骤的具体改善此现象，实属一个大工程；另一方面，碳交易机制复杂化属于典型的跨学科学者们都是在自身学科领域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但要跨诸多学科并进行宏观系统的分析是比较不易的。但气候机制复杂化已然成为了当前气候政策制定时不可回避的背景，需学界对其加以细化研究。
其二，将加强数字碳中和议题的研究。碳中和作为当前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入场券，中国亦在努力通过数字化来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践行零碳承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耗能亦不容忽视，如截至2020年，中国已累计建设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达428.6万架，数量位列全球第一，5G基站超过100万个，约占全球的70%。这两者仅2020年用电量为2,011亿千瓦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1.2亿吨。且预计2035年，中国数据中心和5G基站总用电量将是2020年的2.5-3倍，达6,951-7,820亿千瓦时（相当于三峡水电站4.5年的发电量），碳排放总量将达2.3-3.1亿吨[
]。而“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仅是寻求短期内碳排放的减少，而是需要未来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实现源汇相抵。因此，如何推进各行业在数字化改造的同时兼顾生产效率与碳效率的双提升，把数字碳中和作为一个主要约束指标，成为了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应该重点关注的议题。
其三，将加强对中国新型碳外交的研究。中美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中最大的影响国，中国的气候政策始终是一以贯之具有连续性的，而美国则在气候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之间来回跳跃，再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因素冲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承担责任日益加重。诚然，中国创建并扩大多边主义平台，为全球气候治理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基于人类共同体理念，但是要避免被某些国家利用，强行对中国施加国际责任压力，警惕新的“中国责任论”陷阱，透支中国的战略成本。因此，如何更有效的进行资源要素配置将是中国新型碳外交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议题。

项目来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和对策研究”（20BGJ018）；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1YJC8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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